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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黃宗羲經濟思想評析 

    黃宗羲的經濟思想，可以養民與富民兩大方向概論之。養民是君主的職

責，也是富民的基礎，富民亦不只是從民生起見，還包括對於百姓思想行為

的改造。換言之，黃宗羲的經濟思想，不純然只談經濟的問題，除了表達黃

宗羲對於現實社會的不滿之外，其中也隱含了黃宗羲的理想抱負，期望藉由

整體的改革，創造出黃宗羲所欲追求的美麗新世界。因此，了解黃宗羲經濟

思想的內涵，其實也有助於認識黃宗羲。另外，黃宗羲作為明清之際重要的

思想家，他的看法，在明末清初的階段，必然透露某些時代的訊息。本章的

重點，即從黃宗羲經濟思想的特色著手，從中分析黃宗羲的個人特質及其思

想上的時代價值。 

第一節  黃宗羲經濟思想之內涵 

一、崇古與重農 

    就思想者的意圖來看，人類的思想不外有兩種類型，一是要解釋世界，

一是要改變世界。儒家的政治思想顯然屬於後者1。中國歷代的文人士大夫，

向來以三代作為理想的典範，認為人類社會的所有一切，都是出於古代聖王

與聖人有意的創設，相信三代以上是完美的黃金時代，三代以下則是持續的

墮落與退化的歷程，因此每當後世面臨變革，士人莫不期望恢復三代治世，

這種態度從先秦的墨子、孟子，一直到清末甚至是民國，不曾斷絕2。對古代

的士人而言，所謂的黃金時代，在過去可以出現，在未來也必然能夠再度降

臨，只要師法三代聖王的精神或是仿效三代的制度，終可以使完美的過去重

現，而將現今醜陋的一切還原到最初的單純美好。然而，他們心目中的完美

典範，是建立在可信度相當薄弱的認知上，大部分是以想像為架構，經過歷

代傳承與補充，將心中的理想國度附會於遙不可知的遠古時代，然後寄望在

未來出現。但是這種想像的完美，並非脫胎於現實世界之中，欲將之化為現

實，必然與現實多所牴觸，然而為了心中崇高的理想，重建完美的三代盛世，

                                                 
1 陳弱水，〈追求完美的夢－儒家政治思想的烏扥邦性格〉，收入於黃俊傑主編，《中國文化
新論‧思想篇－理想與現實》，頁 212。  
2 李孝悌，〈扥古改制－歷代政治改革的理想〉，收入於鄭欽仁主編，《中國文化新論‧制度

篇－立國的宏規》，頁 467-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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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許多士人一生懷抱的痴心夢想。 

    黃宗羲生處喪亂之際，對於幸福安定的渴望，使他格外期待太平盛世的

到來，而他心目中的太平盛世，同樣是以未曾親眼見過的三代為範本，規劃

他的理想藍圖。黃宗羲對於三代的憧憬，在他的經世思想中表露無疑，在《破

邪論‧題辭》中，黃宗羲即明言，撰寫《明夷待訪錄》之用意，是希望能夠

恢復三代之治3，平時與友人相勉，亦主張「是是非非，一以古人為法，寧不

喜於今人，毋貽議於後人耳」4。此外，他認為六經皆先王之法，乃是聖人集

思廣益，為萬民遠慮的垂世之作，所以相當注重經書的研讀，認為科舉應納

入經義，「若罷經義，遂恐有棄經不學之士，而先王之道益視為淤擴無用之具」
5，對黃宗羲而言，「不以三代之治為治者，皆茍焉而已」，感嘆後世以為一代

有一代之制度，將先王之法廢而不用，才會導致生靈塗炭6。 

    黃宗羲相信，只要跟隨著三代聖王的步伐，便能改變現今的一切，對於

民生經濟的問題，自然也要向三代看齊。對黃宗羲來說，天下治亂，不在一

姓之興亡，而在於萬民的憂樂，百姓是天下安定的重要基礎，要使民生無虞，

無非是養之富之，讓人民衣食充足，財貨有餘7。黃宗羲認為要達到這個目標，

唯有師法三代之治，方有可能，因此黃宗羲主張恢復井田以養民，任土作貢，

反對貨幣稅的存在，以授田與否決定賦稅高低，由戶口承擔差傜兵役，另外

破除迷信與奢侈浪費的行為，禁止白銀的使用與不當的工商活動，相信唯有

如此，才能國泰民安，重返三代之樂。 

    黃宗羲對於三代的效法，不僅是師其意，甚至法其制，以授田養民為基

礎，勾勒他所嚮往的三代之治。換言之，黃宗羲是以自然經濟去架構他心目

中的理想世界，他所追求的生活，人人皆以耕作為生，寓兵於農，自給自足，

沒有剝削與貪婪，亦沒有奢靡與浪費，一切節制有序。對黃宗羲而言，男耕

女織的社會，最適宜百姓的生存，土地是維繫自然經濟的根本，也是百姓生

養的依據，必須得到相當的保障，不可任意奪取，亦不允許任何行為，影響

百姓生產的意願，減損其收益。黃宗羲對於民生議題的討論，全部圍繞在農

業生活及其秩序的穩定，他相信這對百姓而言，是有益而無害，反觀貨幣與

工商的發展，卻有可能不利民生，所以必須加以節制。黃宗羲雖言工商皆本，

                                                 
3 黃宗羲，《破邪論‧題辭》，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92。  
4 黃宗羲，〈與李杲堂陳介眉書〉，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156。  
5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取士上》，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5。  
6 黃宗羲，〈離婁〉章，《孟子師說》卷 4，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87。  
7 王毓銓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明代經濟卷》，頁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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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與工商發展有關的一切，都不是他關心的焦點，除非影響到農業的發展，

才會為他所關注。即使黃宗羲提出工商皆本，卻從未把工商與農業放在同等

的地位看待，將之視為獨立於農業之外的生存方式，也未曾替工商之徒爭取

權益。雖然沒有正面強調重農對於整體民生和社會秩序的好處，但在文字間

總是流露這樣的傾向，反之，對於工商活動的發展，則是處處設限，並以農

民的需求來決定貨幣的存廢，完全以農業社會作為考量的重心。 

    黃宗羲的崇古傾向，是歷代知識分子共同的心理經驗，雖然黃宗羲的父

親與老師皆是東林人士，但是對於時事問題的關注和解決方法上，黃宗羲自

有一番見解，多半從傳統觀念入手，不見然受到東林派的直接影響，黃宗羲

在一些問題的看法上，和其老師劉宗周的見解，反而是大異其趣8。 

    在明代滅亡之前，為了提振士人關懷世道的熱誠，挽救八股之弊，黃宗

羲的友人以興復古學為職志，組成復社，標榜尊經復古，期望能夠通經致用9，

黃宗羲主張「法先王」的立場，應當是與友人相激勵而產生，只是黃宗羲對

於三代以後的發展，純然抱持悲觀否定的態度，認為一代不如一代，完全以

三代的狀態為標準來檢視後代的一切，以為古代沒有的法則制度，後世出現

造成弊端，必欲去之而後快，認為沒有存在的價值。但是同樣推崇三代，有

些知識分子，卻反對以古非今，偏執地否定後代的一切，只寄望恢復三代制

度來解決各項問題，不顧現實的需求；在這些人的眼中，盲目的復古反而會

忽略歷史演變的趨勢，無法體會各種弊端產生的時代因素，難以提出適當的

解決之道，認為善復古者，應當師法聖王的心意，而非拘泥其做法，執著其

名義10。 

    王夫之認為，「讀古人之書，以揣當世之務，得其精意，而無法不可用矣」，

「浮慕前人之一得，夾糅之於時政之中，而自衿復古，何其窒也」！他相信

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掌握到知人安民的精神，何必拘泥於古法，順應

時勢來施政，必可成就一代之治11，王夫之不認為有永垂萬世之法，有遠見

的君子，「就事論法，因其時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弛張，均一事而互有伸

                                                 
8 諸如土地與貨幣的問題，劉宗周從未提過恢復井田制度的意見，而是主張移民西北，開

墾荒地，使人地比例的分配得以均衡；至於白銀與銅錢的使用，則是建議因勢利導，善加

利用給薪、罰鍰、徵稅等方式來增加銅錢的使用度，而非如黃宗羲以禁制、嚴懲的手段來

訴求用錢廢銀。參見黃宗羲，《子劉子學言》卷 1，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

一冊，頁 276。劉宗周，〈仰佐錢法末議疏〉，《劉宗周全集》第三冊上，頁 153-154。  
9 許淑玲，〈幾社及其經世思想〉，頁 43。  
10 許淑玲，〈幾社及其經世思想〉，頁 97-98，110。  
11 王夫之，〈高宗‧八〉，《讀通鑑論》下冊：卷 21，頁 72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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詘，寧為無定之言，不敢執一以賊道」12。 

    但是在黃宗羲眼中，現今的一切造成百姓種種苦難，他對於自己所處的

時代，有許多的不滿與感嘆，嚮往遠古時代的單純美好，期望類似的光景，

能夠在未來重現。這樣的期待，卻讓黃宗羲忽略了古今的差異，對於問題的

檢討，也無法切中時弊，他渴望恢復井田制度，恢復兵農合一的社會，但是

在土地私有的情況下，不奪民田如何取得土地來授田？一條鞭法的出現與白

銀的使用，有時代的需求，亦需相關條件才能落實，並非朝廷能夠妄加決定，

而且貨幣稅對於人力解放有正面的意義，加派不除，實物稅也會成為人民的

重擔。此外，財政管理不善與海禁才是白銀短缺的主因，白銀與銅料的來源

是藉重於海外貿易，並非只靠國內礦產，紙鈔不行，並非理論不明，紙張保

存不易，亦為百姓不願樂用。至於奇技淫巧、機坊酒肆，提供了不同的就業

管道，奢侈消費亦能發揮流通貨幣，均衡貧富的功能。 

    黃宗羲雖然未必完全拘泥於古法，但是他以古代的時空環境作為檢驗後

世的標準，想要藉由以古批今的方式，將現有的一切導向他所欲追求的理想

情境，不顧現實的變遷，其實是落入一廂情願的看法，全國皆農未必符合經

濟效益，也並非每個人都樂意種田，不適農耕的地區，投入再多的人力也無

法提高多少產值，反而造成人力資源的浪費。但是黃宗羲追求的是兵民不分、

兵農合一的社會狀態，變動不居的工商生活，以及貨幣經濟的發展，絕非黃

宗羲所願接受，所以他不願面對金銀存在與使用的理由，也不理會紙鈔被世

人放棄的原因，更不想了解工商變遷對於民生經濟的貢獻，自然也不會在乎

百姓是否樂於承擔差傜、兵役，不得自由。為了理想，黃宗羲選擇一廂情願，

他認為是對的，便應該實行，認定是錯的，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完全以個人

主觀的立場去考量，缺乏彈性與變通，執意追逐他所嚮往的世界。但是不顧

現實的理想，終究會變成不切實際的夢想，這即是黃宗羲經世思想被後世學

者所詬病的主要因素。 

    黃宗羲的崇古與復古，表達了他對於自己所處環境的不滿，但是黃宗羲

並非重彈老調，他用時人關切的議題去闡述他的期待與理想，並以新的陳述

方式去傳達他對傳統的擁護，給予舊觀念新的面貌。黃宗羲不談農為本，不

談農為天下大富之道，過去對於重農的理由，不外乎經濟與政治層面的考量，

強調糧食與稅收的重要性，強調民樸易使，可以守戰，親上死制13。但是黃

宗羲將之轉化為君主的職責，養民的方法，並以授田和減輕田賦，作為政權

                                                 
12 王夫之，〈敘論四‧一〉，《讀通鑑論》下冊：卷末，頁 1113。  
13 賀凌虛註譯，〈農戰‧第三〉，《商君書今註今譯》，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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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交換條件，雖不直言重農，但在無形之中，把農業的重要性再度提升，

不只作為民生的根本，更將耕作視為人人皆應擁有的基本權益，甚至是統治

合法性的根據，重新賦予重農的理由。 

    黃宗羲認為農耕是養民的方式，但是明代中葉以降，工商的發展更加活

絡，也帶動了消費的成長，加上賦稅的需要，金錢成為新的財富象徵，這和

三代的生活型態截然不同，想要維護單純的農業生活，不能只談重農，所以

黃宗羲也把目標放在貨幣與工商活動，他認為白銀影響到農民生計，而且追

逐白銀導致貪婪與競爭，遂主張以銅錢與紙鈔來取代白銀。提出工商皆本，

是為了縮編工商的範圍，避免刺激消費，增加貨幣需求，以節制工商的方式，

達到節用的目的，以免衝擊農業的生存，破壞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黃宗羲

把天下安富的關鍵，放在貨幣與工商消費上，並不是為了安排更好的環境以

供工商的發展，而是要降低對農業的影響。 

    黃宗羲對於三代的嚮往，以及他的家世背景與成長環境，都使他站在守

護傳統的立場，只是透過不同的陳述與角度來闡揚他的理念，但是過於美化

傳統的一切，使他不易看清現實的面貌與人民真正的需求。對黃宗羲而言，

他相信三代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世界，亦是真理的象徵，破壞傳統的各種變遷，

便是人民痛苦的來源，如能將這些變遷加以去除，回復到原始單純的狀態，

一切問題終將解決。總而言之，黃宗羲其實難以接受時代變化的事實，他相

信六經先王之法可以永垂不朽，歷久彌新，只有人心的悖離，才會造成變化。

除了以不同的陳述方式來表達傳統觀念外，黃宗羲其實沒有任何創新的言論

或觀點，只是藉由時人關心的議題去發揮他對三代的依戀。 

    黃宗羲的復古與重農的立場，純是為了建構他理想的社會，但是否有助

於這個社會的進步與提升，促使經濟繁榮發展，不是他關心的方向。黃宗羲

追求的仍是一個儉樸原始的生活方式，這樣的世界沒有糾紛、沒有爭奪，各

自安居樂業，直到終老。黃宗羲沒有實質的政治管理經驗，也使他對於問題

的探索，無法貼近現實，只能從古人的言論去尋找解決的方式。但是這種扥

古改制的思考模式，相對也顯示出依賴權威、缺乏自信的心理，寧願墨守成

規，不願嘗試創造發明，自然也不易接受新的制度與想法14。因此黃宗羲對

於經濟問題的看法，提不出新穎的觀點，也不可能想到要如何促進經濟的進

步。分析黃宗羲的經濟言論，在某種程度上，適足以說明中國傳統士人思考

的侷限性，當一個反對八股取士的知識分子免不了都有這樣的保守性，其他

宵旰勤勞於八股科舉者，能夠為中國帶來新氣象的，恐怕更加稀少。 

                                                 
14 孫廣德，《中國政治思想專題研究集》（台北：桂冠圖書公司，1990），31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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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公與輕私 

    黃宗羲服膺孟子學說，但是對於人性的看法，卻不主性善之說，而是認

為人類原始天性，乃是好逸惡勞、自私自利。三代聖王為了天下蒼生，卻願

意放棄一己之私，創設天下之法，為天下人興利除弊，付出千萬倍之辛勞，

卻不享一毫之利。反觀後世人君，貪圖一家富貴，以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之人，

黃宗羲對比古今人君的差異，自然心生崇古之情，欲返三代，重回「以天下

為主，君為客」的理想社會。 

    在上古時代，土地共有、共耕、共養、共治的情形，不見然全是後人向

壁虛構的15。但是進入到了封建時代，貴族的存在，表示權力與財富的分配，

有階級的差異，然而在黃宗羲的眼裡，三代是君民相親的公天下，後世則為

君民相忌的私天下，後代人主為了滿足一人之淫樂，化公為私，將天下之法

改為一家之法，成為百姓痛苦的開始。但就事實來看，從夏代開始，傳子不

傳賢，早已是家天下的局面，後世因襲相沿，只是制度與規模更周延。可是，

私天下之中，也還有「天下為公」的一面，透過教育與考試，尋常百姓也都

有可能從被治者躍升為治人者，公與私巧妙的結合，使得中國在近代以前，

成為世上少有，最為開放流動的社會16。但是對黃宗羲而言，天之立君以為

民，君主是為了萬民服務而產生的，不是為了謀一己之私，本就不應貪圖富

貴榮華，為了反制君主的自私自利，黃宗羲格外重視百姓私有財產與生存權

益的維護，主張授田與民，並不得奪取民田，重申為君之道需以天下為主，

以蒼生為念，才不負上天賦予君主教養百姓的使命，否則大家各自追逐己利，

又何必立君。 

    黃宗羲雖然承認人性好逸惡勞、自私自利，但並不樂見這種人性的存在，

對他來說，「凡人動於利欲，未免倒行逆施」17，「不涉以人欲之私，皆是參

贊化育之人」18。黃宗羲認為君主領受天命而降世，本就不同於常人，君主

能夠以身作則，為公忘私，百姓必然起而效尤，願意摒棄人性之私，一起為

這個世界努力，創造更加美好的生活。 

                                                 
15 邢義田，〈奉天承運－皇帝制度〉，收入於鄭欽仁主編，《中國文化新論‧制度篇－立國

的宏規》，頁 76。  
16 邢義田，〈奉天承運－皇帝制度〉，收入於鄭欽仁主編，《中國文化新論‧制度篇－立國

的宏規》，頁 77。  
17 黃宗羲，〈行之而不著〉章，《孟子師說》卷 7，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

冊，頁 150。  
18 黃宗羲，〈人有言〉章，《孟子師說》卷 5，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

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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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宗羲認為，「綱常倫物之則」，乃為「天地萬物公共之理」，「所以後之

儒者窮理之學，必從公共處窮之」19。黃宗羲相信有永垂不變的真理法則，

維繫世界的運作，遵循這個普世價值，便能構築一個和諧安詳的社會，人人

皆可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若有人執著於一己之念，背理而行，無異倒行逆

施，會破壞整體的和諧，導致永無寧日。黃宗羲認為後世的紛紛擾擾，即在

於私念太多，使得綱常倫理無法順利運作，必須要整頓人心，才能挽回世道，

所以黃宗羲不僅要求君主捨棄一己之私，以身作則，同時也期望人民能夠為

公忘私，心存仁義。 

    對黃宗羲來說，提起仁義便是天理，放下仁義即為人欲20，而「天理人

欲，本無定名，在公私之間而已」21，四民之業，各司其職，「出於公者，即

謂之義，出於私者，即謂之利」22。黃宗羲師法宋學，宋代理學家對於人欲

唯恐避之不及，提出了許多張公滅私的方法，朱熹更將天理、人欲分置兩極，

視為不能相容的善惡兩端23。黃宗羲將天理、仁義、公視為一體，而將人欲、

利與私放在同一位置看待，基本上也是遵循宋人的路線。雖然黃宗羲以維護

私有財產作為反制君主自私的手段，但是他心中追尋的仍是天下為公的境

界。黃宗羲明白，光靠教化勸說不足以治本，為了避免以私害公，凡是有違

天理、仁義與公眾利益之事，他都認為皆要加以禁絕，以治法維繫公眾秩序

與利益。 

    王夫之對於天理、人欲的看法，與黃宗羲類似，認為兩者之別，在於「公

私誠偽」，因此對王夫之來說，兵農禮樂，可為天理，亦可能代表人欲24。雖

然王夫之同樣認定白銀是萬惡之物，但就某個程度上來看，王夫之認同行為

或制度本身其實並無對錯，全憑一心之念所左右。但是黃宗羲見一行事，有

違公眾之利，造成民生困苦，則必欲去之而後快，他以結果來斷定行為、制

度的動機，並認為制度與行為本身即傳達了公私的意念，因此也有義利之分，

他相信「古今無無事功之仁義，亦無不本仁義之事功」25，仁義與事功必為

                                                 
19 黃宗羲，〈口之於味〉章，《孟子師說》卷 7，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

頁 161。  
20 黃宗羲，〈西子〉章，《孟子師說》卷 4，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16-117。  
21 黃宗羲，《子劉子學言》卷 1，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64。  
22 黃宗羲，〈國勳倪君墓誌銘〉，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485。  
23 程一凡，〈顧炎武的私利觀〉，收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

研討會論文集》，頁 81。  
24 王夫之，〈論語‧先進篇‧十一〉，《讀四書大全說》卷 6，收入於《船山全書》第六冊，

頁 763。  
25 黃宗羲，〈國勳倪君墓誌銘〉，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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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才能有所建設，替萬民造福。反之，有損百姓利益的的行為、制度，

必出於私心引導，才會危害大眾，所以條鞭、白銀、奇技淫巧等，都應廢除，

無益於人世。 

    動機會影響行為的發展，但是結果未必能判讀動機，黃宗羲自己都認為，

「王霸之分，不在事功而在心術。事功本之心術者，所謂『由仁義行』，王道

也；只從迹上模倣，雖件件是王者之事，所謂『行仁義』者，霸也」26。同

樣皆為王者之事，但是心術不同，而有王霸之別，行為與制度的實踐，即使

有好的結果，亦未必能表示心術相同。黃宗羲相信，「由仁義行」，絕不會做

出不利群體之事，可是黃宗羲認為有害民生的條鞭、白銀、過度消費，在某

些人的眼中卻有益於世，認為條鞭簡便，有助於人力解放，白銀與消費，可

以促進工商的運行，增加就業機會，縮減貧富差距，究竟心術要如何判別？

何為公義，何為私利？ 

    黃宗羲所欲追求的理想國度，是以自然經濟為根本，所以從日常生活乃

至於社會規範，皆以農業秩序為依歸，所以他認為的「公」，則是以整體農民

的需求為基準，但是為了維護農業體系的存在，壓抑工商的發展，犧牲非農

人口的權益，何嘗不是出於一己之私？黃宗羲出身耕讀世家，本有恆產，他

主張家家戶戶予以授田，卻又不得剝奪地主原有的產權，真正得利者，仍是

已有恆產的地主階層，違背井田制度求均的根本精神，又何嘗不是出於一己

之利害？此外，黃宗羲雖然穿戴角巾、深衣，以表不事異族之心，但是為了

子孫的仕途，與朝廷諸多名臣往來密切，替子孫說項，安排入仕，此種行為，

更難與私心劃清界線。公私之分，有時難以斷然區別，立場不同，又如何能

辯明天理、人欲？ 

    先秦以來，客觀理性的知識分子和思想家都已注意到要百姓完全的去利

存義是不太可能的事27，荀子主張性惡，因為他正視人的欲望，他認為義與

利，皆存在於人性之中，「雖堯舜，不能去民之欲利」，同樣的，「雖桀紂，亦

不能去民之好義」28。對荀子來說，「人生而有欲，欲而不得，則不能無求，

求而無度量分界，則不能不爭，爭則亂，亂則窮。先王惡其亂也，故制禮義

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荀子認為欲望是與生俱來的，欲望不能得

到滿足，將導致天下大亂，欲望的多寡實與國家治亂無關，必待去欲與寡欲

                                                 
26 黃宗羲，〈齊桓、晉文之事〉章，《孟子師說》卷 1，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

第一冊，頁 51。黃宗羲既認為事功與仁義為一體，又認為事功不見得能代表仁義，當討論

的議題有所不同，黃宗羲發揮的方式也會有所改變。  
27 葉世昌主編，《中國古代經濟管理思想》，頁 8。  
28 熊公哲註譯，〈大略篇‧第二十七〉，《荀子今註今譯》，頁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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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國治，也是不可能的事。所以先王制禮義來滿足各階層民眾的需求，「使

欲不窮乎物，物不屈於欲，兩者相持而長」，讓個人欲望得以滿足，同時不使

物資消耗殆盡，讓欲望與資源之間能夠保持平衡。換言之，「禮」的出現，源

自於欲望的存在，若是人無欲望，亦無須禮的存在29。 

    然而，大多數的儒家信徒，皆執著於義利之辨，相信「君子喻於義，小

人喻於利」30，「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利者，

跖之徒也」31。義與利、公與私、天理與人欲，長期以來，一直被視為對立

的狀態，但是到了明代以後，社會風氣的變化與生活型態的改變，更加迥異

於傳統，商業化的發展，使人們無法再遵守農業社會的禮教規範，去除人欲，

無異於過著非人的生活，明代的知識分子，開始反省有無去除人欲的必要32。 

    李贄認為勢利之心，乃是「吾人稟賦之自然矣」，即使是聖人也無法不衣

不食而自逃荒野，當然亦有勢利之心，就像仁義同為天性所有，雖然「盜跖

至暴橫也，然或過孝子之廬則不入，或聞貞士之邑則散去，或平生一受其惠

即百計投報之不少忘」，亦不能無仁義之心，只是多寡之別罷了33。此外，李

贄也認為「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見，若無私則無心矣」，士

農工商戮力其職，各有目的，「雖孔子之聖，茍無司寇之任，相事之攝，必不

能一日安其身於魯也决矣」，在他看來，「無私之說者，皆畫餅之談，觀場之

見」，「夫欲正義，是利之也，若不謀利，不正可矣」34。 

    對李贄來說，人不必自絕於私利之外，因為利與義皆人情所固有，終日

行義之人，少之又少，扥名行義者，多是藉以為利的偽君子，比起專意為利

的小人，反而更加可恥，只是他感慨世人欲望太多，「本易自足，自不肯足」，

結果為財所役使，多一分勢利之心則少一分仁義之心，上智下愚因此而定，

不可不慎35。 

    此外，與黃宗羲同一師門的陳確，主張「人心本無所謂天理，天理正從

                                                 
29 熊公哲註譯，〈禮論篇‧第十九〉，《荀子今註今譯》，頁 368。吳克，〈百姓足，君孰與
不足－經濟思想中的管制與放任〉，收入於黃俊傑主編，《中國文化新論‧思想篇－理想與

現實》，頁 396。  
30 〈里仁第四‧十六〉，《論語》，收入於謝冰瑩等編譯，《新譯四書讀本》，頁 103。  
31 〈盡心上‧二十三〉，《孟子》，收入於謝冰瑩等編譯，《新譯四書讀本》，頁 627。傳說蹠

為春秋時代魯國人，柳下惠之弟，乃一橫行天下之大盜。  
32 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一種道德嚴格主義〉，收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
中國之傳統與蛻變》上冊，頁 70-71。  
33 李贄，《道古錄》卷上：第十一章，收入於張建業主編，《李贄文集》第七卷，頁 358。  
34 李贄，〈德業儒臣後論〉，《藏書》卷 32，收入於張建業主編，《李贄文集》第三卷，頁

626。  
35 李贄，《道古錄》卷上：第十一章，收入於張建業主編，《李贄文集》第七卷，頁 35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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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欲中見。人欲恰好處，即天理也。向無人欲，則亦無天理之可言矣」36，

陳確認為天理與人欲並存，而非零和狀態，但是天理在人欲恰好處展現，若

滅絕欲望，亦無天理可言，因此對陳確而言，「絕欲非難，寡欲難」37，衣食

住行之間，人欲無所不在，必須嚴格控制人欲，過與不及，皆難求得天理。 

    王夫之雖然認為天理人欲有所不同，以公私區分，但是他亦認為「禮雖

純為天理之節文，而必寓於人欲以見」，「終不離人而別有天，終不離欲而別

有理也」，「隨處見人欲，即隨處見天理」，至於「離欲而別為理，其唯釋氏為

然，蓋驗器物則，而廢人之大倫矣」38。在王夫之眼中，「薄於欲者之亦薄於

理」，不在乎欲望有無者，只怕也不在乎有無天理，縱使有才能，欲其為天下

人挺身而出，亦不可得39。 

    先秦時代的荀子，認為義與利皆人性所固有，人生而有欲，因此主張性

惡之說，為了能夠滿足眾人的欲求，所以才有「禮」的存在。但是荀子學說，

後繼無人，自漢代到宋代，多半主張人性本善，到了明代中葉以後，知識分

子重新思考人性的問題，對於「私」、「利」、「欲」願意有所接納，視之為人

性所本有。黃宗羲雖然承認人性中存有自私自利的一面，但他認為公與私難

以相容並存，天理、人欲亦是對立的關係，必須將人欲「寡之又寡，至於無

欲」，天理才會展現，所以黃宗羲並不認同陳確所謂無人欲亦無天理，對他而

言，「必從人欲恰好處求天理，則終身擾擾，不出世情，所見為天理者，恐是

人欲之改頭換面耳」40。黃宗羲相信三代聖王能夠為公忘私，後人亦可做到，

這是他所崇敬的理想人格，對他來說，「世俗不孝，士君子自然不犯」，雖然

世俗與君子之別，「其間不能以寸」，君子亦難免世俗習氣41，但是黃宗羲依

然認為人欲與私利之心是可以捨棄的，也必須加以捨棄，才能真正落實天下

為公，為大眾謀福利。 

    然而，「私」必定會害「公」嗎？「義」與「利」必然對立難容嗎？顧憲

成（1550-1612）認為，「以義詘利，以利詘義，離而相傾，抗為兩敵，以義

主利，以利佐義，合而相成，通為一脈」42，義利相互扶持，於公於私皆可

                                                 
36 黃宗羲，〈與陳乾初論學書〉，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153。  
37 陳確，〈寄劉伯繩世兄書〉，《陳確集》上冊：文集卷 1，頁 87。  
38 王夫之，〈孟子‧粱惠王下篇‧三〉，《讀四書大全說》卷 8，收入於《船山全書》第六冊，

頁 911-912。  
39 王夫之，〈陳風‧一‧論衡門一〉，《詩廣傳》卷 2，收入於《船山全書》第三冊，頁 374。 
40 黃宗羲，〈與陳乾初論學書〉，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153。  
41 黃宗羲，〈匡章〉章，《孟子師說》卷四，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頁 120。  
42 顧憲成，〈明故處士景南倪公墓誌銘〉，《涇臯藏稿》卷 17，收入於台灣商務印書館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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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不必然二者相權，只取其一。至於顧炎武則認為： 

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不能免矣。

故先王弗為之禁，非為弗禁，且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

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者也43。 

    顧炎武主張人情有私，不獨於現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而聖人只是善

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44，不僅未曾抑制人民的私心，反而

是盡量滿足人民的欲求。這樣的看法與荀子所謂「養人之欲，給人之求」的

看法相類，顧炎武並不認為要為公去私才有益於公，相反的，他相信只要將

大眾的「私」，循著既定的制度派上用場，不必刻意打壓或忽略，天下就能治

平了45，所以若是將縣令對於權力富貴的渴望，與地方的治衰結合一氣，縣

令為求榮華富貴與權力，必然用心治理地方，抵禦外侮46。後世每言「當官

之訓，則曰以公滅私」，顧炎武相當不以為然，他認為朝廷給予官員薪俸，「祿

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毋之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

何來滅私之說？感慨「世之君子，必曰有公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

至訓矣」，屢屢強調有公無私，不明聖人恤私之仁，物極必反的結果，反致後

世有私無公47。 

    明代士人對於天理與人欲、公與私、義與利的解讀，與傳統看法有異，

亦沒有統一的定義，而是在不同的議題上各自發揮，即如黃宗羲嚮往天下為

公的世界，卻不表示他願意將所有一切公有共享，只是他反對因為少數人的

需求而影響到多數人的權益或福祉，導致社會整體變動不安。在此立場下，

黃宗羲強調個人財富的保護，不奪民田，反對使用白銀與奢侈行為，其實目

的是為了反擊君主以及不肖業者的自私自利。所以黃宗羲的經濟言論，重心

不在於發展經濟，或者厚實民間經濟力量，而傾向於防止問題的產生，不利

民生。對黃宗羲而言，明代中葉以後，經濟的發展與轉型，促使社會風氣的

轉變，逐漸扭轉傳統對於「私」、「利」、「欲」的看法，個體的存在與欲望的

抒發，重新獲得重視。然而，這種觀念的轉變也使得人心陷溺於利欲與自私

之中，凡利之所在，你爭我奪，紛紛擾擾，上自君主，下自販夫走卒，無不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千二百九十二冊，頁 196。  
43 顧炎武，〈言私其豵〉，《日知錄》卷 3，頁 68。  
44 顧炎武，〈郡縣論‧五〉，《亭林文集》卷 1，收入於《顧亭林詩文集》，頁 14。  
45 程一凡，〈顧炎武的私利觀〉，收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

研討會論文集》，頁 92。  
46 顧炎武，〈郡縣論‧一、二、五〉，《亭林文集》卷 1，收入於《顧亭林詩文集》，頁 12-13，

15。  
47 顧炎武，〈言私其豵〉，《日知錄》卷 3，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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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黃宗羲認為明朝的滅亡，與此脫離不了關係，倘若當初人人可以為公

忘私，重義輕利，國家社稷未必不可為，因此黃宗羲格外痛惡君主小人的自

私自利的行為，反對他人為了謀一己之私而損害任何人的權益。明太祖朱元

璋曾對廷臣說過，「不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否則亦是不盡人情，使人

有所不堪48。此話或可彰顯黃宗羲的立場，雖然黃宗羲本人亦無法做到無欲

無私，但是面對亡國的教訓，黃宗羲認為仍必要以道德的角度，嚴厲批判人

欲、私利，希望後世莫再重蹈覆轍，墮落於私欲之中，導致天下大亂，並且

期望能有聖君出現，保障私有之私，亦能禁絕利己之私49，以振天下公利，

去除天下公害，引領百姓走向幸福的未來。 

第二節  黃宗羲經濟思想的時代特色 

    儒家的基本信念，帶著入世關懷的精神，期望藉由親民治事與化民成俗

的方式，來改造現實世界，使之趨向圓滿完美的境地。這種觀念與佛老出世

的態度截然不同。宋明儒學的復興，無非為了重振儒家關懷現實的人文精神，

以積極入世的態度，貼近人群的生活，了解民間的需要，無論在精神與物質

上，引導百姓過著更美好的生活。 

    然而，親民治事與化民成俗，要同時兼顧並非容易。宋儒講求道德經世，

不言兵農錢穀禮樂，而明代士人選擇務實的路線，講求實際的方法與步驟來

處理各項國計民生之事，重視當下問題的解決，而非空談名教。到了明代後

期，科舉考試桎梏人心，王學末流空談性命，而國家又面臨內憂外患的危機，

有識之士進一步地倡導實學，針對各項問題深入研究，提出建言，力圖挽救

搖搖欲墜的國勢。黃宗羲以東林後人的身分，先是挺身而出聲討逆賊阮大鋮

（1587-1646），然後投入抗清活動，以實際行動表達書生救國的情操。接著

又著書立說，撰寫《留書》、《明夷待訪錄》與《破邪論》，系統分析明亡的各

項原因，以及種種社會問題，根據自己觀察的結果，提出改革之道，並在陽

明心學的基礎上，繼承劉宗周的修正路線，結合宋代理學的長處，致力改革

王學末流束書不觀、游談無根的偏差，強調重經讀史，學以致用，重申知行

合一的理念，以完成道德的修養。 

    黃宗羲身為東林後裔與心學傳人，黨爭與抗清的經歷，加上哲學思考的

反省，使他的經世思想，不獨於關心國計民生的改善，也關心世道人心的變

                                                 
48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 4，頁 70。  
49 溝口雄三著，陳耀文譯，《中國前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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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將宋代的道德經世與明代的實學經世結合為一，企圖兼顧內聖與外王，

從他的經濟思想當中，實不難看出此點，期望藉由制度與人心的改變，建構

一個完善的世界。 

    但是面對改朝換代的打擊，以及社會環境的變異，黃宗羲對於現實世界

的狀態，感到相當的遺憾，一心嚮往一個和諧安定、井然有序的社會，對於

上古時代的單純生活，充滿了孺慕之情，期待後世能有英明的君主，引導群

眾重新回歸無憂無慮的世界。黃宗羲對於三代的嚮往，說明了他對於自己所

處時代的不安與不滿，他以三代作為理想的標竿，來衡量現實世界，然而古

今時空環境不同，面臨的問題與解決的方式絕非相同，使他探討民生問題的

同時，本欲貼近人群，關心民間疾苦，結果卻因無法接受現實，反而陷落於

不切實際的泥沼之中，不得自拔。此外，黃宗羲的經濟思想，不只是解決弊

端，對於君主與人民，都有很深的道德期許，期望人人為公忘私，但是公與

私之間，純粹以黃宗羲自己的立場來定義，亦未必能夠真正符合人民的期望。 

    黃宗羲希望能夠恢復三代之治，以授田為基礎，建構安定質樸的農業社

會，他也注意到了理想與現實仍有極大的落差，工商的發展與競爭，影響了

傳統農業生活型態與道德觀念，在重視私利的時代裡，光言道德禮教不足以

喚起人心良知，必須要以外在的法制來控制人們的行為，欲以治法來取代非

法之法，以為只要遵循治法，便能維護全民的利益。但是黃宗羲卻忽略了他

眼中所見之惡法或行為，雖有值得修正調整之處，實際上也是社會轉型與進

步的產物，亦是回應民間的需求而存在，並非盡是出於少數人的私心自用。

然而黃宗羲一心想要維護農業社會的傳統與秩序，凡是影響到自然經濟的運

作與農民權益，一律否定其存在的價值，失之主觀與彈性，無形中也否定了

民間對於經濟型態的選擇權利與鑑別能力。 

    黃宗羲注意到了「法」的問題，但是他著重的方向在於「變法」，而非接

受現有的體制，從中去做調節，這種態度其實也是矯枉過正，想要徹底執行，

更加困難。雖然重視法制，卻忘了法令制度能否發揮正面效果，還是繫乎「人」

的意念，不去遏止違法的行徑，良法也難以發揮效用，即使復古也未必能保

天下太平。 

    此外，黃宗羲以自己的好惡去決定法之善惡，非其所樂見者，必欲禁絕，

有失偏頗，亦流於苛刻，劉宗周曾言： 

王守仁（1472-1528）之言良知也，無善無惡，其弊也必為老、莊，頑

鈍而無恥。顧憲成（1550-1612）之學朱子也，善善而惡惡，其弊也必

為申、韓，慘刻而不情。佛、老之害，得憲成而救。臣懼一變復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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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自今日始50。 

    黃宗羲欲救心學之弊，立身以宋學為宗，在經世的態度方面，亦是善善

惡惡，不容分說，想以治法重整世道，亦未必符合人情，劉宗周所懼者，卻

不幸在黃宗羲身上應驗。 

    此外，在民主思潮來臨之前，黃宗羲對於中國的君主制度做出嚴厲的批

判，引起不小的震撼與期待。黃宗羲對於君主有高標準的要求，將全民福祉

繫於其身，無形中把君主的重要性無限提高，百姓成為無助無能的羔羊，沒

有抗爭與選擇的能力，全憑君主的憐惜與照顧而生存。黃宗羲雖然重視個體

權益的維護，卻只拿來提醒君主職責之用，百姓在他的眼中，其實沒有個別

的形象，所以當黃宗羲認定全民的利益乃是建立於土地之上，遂無視工商發

展的正面功能，連個別群體的差異，都不考量。 

    黃宗羲並非無私心，否則他就不會犧牲工商以遷就自然經濟，更不會反

對均田，部分學者認為黃宗羲是有意壯大地主階級的實力，來抗衡皇權，但

是地主未必皆是滿腹經綸的知識分子，黃宗羲認為古代聖王設立學校，不只

是為了養士而已，「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使

天子「不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51。對黃宗羲而言，士人才是社

會中堅份子，掌握輿論公器，是君主與百姓的溝通橋樑，絕非擁有恆產的土

財主可以與之相提並論。黃宗羲在批評君主自私之餘，注意到了必須要有制

衡皇權的力量，雖然他極為重視君主的功能，但也不敢奢望君主能放棄一己

之私，以身作則，因此有必要透過知識分子的輿論力量，來監督皇權的運作，

以正視聽。 

    在不懂民主為何物的時代，黃宗羲希望以學校作為議政的場所，由士人

代替百姓發言，監督施政。然而，黃宗羲對於士人的角色期盼不只是代議的

功能而已，更要能引導君民各盡本分，依照正確的價值觀念過生活，從日常

實踐中，修身成德。但是士人是由學校培養出來，而非民選，究竟能代表多

少的民意，是否能傳達民間真正的聲音，仍有待商榷，而且在沒有法律可以

剝奪皇權的情況下，輿論制衡的效果只怕亦有限。黃宗羲身為知識份子，對

於士人的社會功能，賦予相當高的評價，亦顯示他對於自己的經世能力充滿

信心，希望君主與百姓，都能接受知識分子的引導，從而建立一個完善的社

會。但是君主與百姓，不可能沒有自己的意識，純然被動朝向士人的期待前

進，士人的意見，亦未必能夠完全正確，黃宗羲自己的看法都無法貼近現實

                                                 
50 黃宗羲，《子劉子行狀》上，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11。  
51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學校》，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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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民眾又如何能信服？擁有自主意識者，不獨知識分子而已，黃宗羲

的經世言論，突顯了民本與民主仍有相當的差距。 

    黃宗羲對於時代的變遷有相當敏銳的感應，他所涉及的民生議題，皆是

明代社會轉型的關鍵所在，但是他對於這些變化難以接受，希望能在理想與

現實之間尋求一個平衡的契機，結果卻選擇以三代作為對照，以復古來解決

現實的紛爭，在新舊之間拉扯，反而不能看出問題所在，提出適合的解決方

式。相對於黃宗羲的保守，能夠體認時代改變者，其實大有人在，即使亦有

所不滿，卻能配合現有的制度與環境，針對個別的問題，提出改革的建議，

而非僵化地以一種標準去要求各個環節的配合，否定現行的一切。黃宗羲的

經濟思想，雖然體現了積極入世的儒家精神，但是處處高懸他所期望的理想

社會與道德標準，反而無法貼近人民的需求，相較於其他明代士人原有的務

實態度，黃宗羲反而讓自己的經世思想顯得虛幻與遙不可及，處處以自己的

立場去要求別人配合，未嘗不是一種自私的表現，黃宗羲所欲成就的內聖外

王，到頭來只是一種空中樓閣，自我滿足的想像世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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